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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 

生态能力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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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大背景下,探究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的关系对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

展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为例,根据 2009～2018 年统计数据,利用熵值、超效率 DEA、耦合模型等研

究方法深入探究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关系及匹配程度,并利用 GIS 地理软件分析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

生态能力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性。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演化轨迹大体呈

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但在研究期间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整体呈现增长态势。(2)长江经济带生态能力

逐渐得到加强,其值从 2009 的 0.692 增长至 2018 年的 1.169。(3)样本期间,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属于极度

耦合,两者存在强稳定强联系,且东部长三角板块协调度显著优于西部云贵板块协调度。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强

度与生态能力存在耦合协调关系,且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交互发展处于高度匹配阶段,有利旅游产业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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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我国旅游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同比增加 12.3%,在拉动社会经济发展,满足人员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然而旅游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生态环境问题,如由于旅游资源开发不合理导致土地承载压力加大,旅游设施分布

杂乱造成空间浪费,对生态能力及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就一直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重要性,习近平同志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再次强调了生态建设重要性。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资源开发的根基和保障,合理的旅游资源开发强度能更好地促进生态环境保护[2]。因此,开展对旅游资源开

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关系研究,评估当地旅游发展健康程度,对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有重要意义。 

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基于旅游与环境的研究内容梳理文献,早期研究侧重于考察

旅游活动对生态系统造成的不利影响[3～8],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发展,生态足迹一词开始出现在旅游研究中,主要用于旅游业发展和

生态建设评估以及衡量旅游发展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9～11];与此同时,生态效率因其倡导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价值也受到了学

界的广泛关注,生态效率概念逐渐外延至旅游生态效率[12,13];研究主题以旅游生态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主[14～17]。新世纪

以来生态环境变化对旅游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主要体现在气候变化对旅游的影响上
[18～20]

。旅游业发展至今,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加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重点转移至旅游生态环境承载力研究[21～23],为旅游和生态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

的方向和思路。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定量研究为主,多用 DEA模型[24,25]、生态足迹、碳足迹[26～28]测算旅游生态效率,综合利用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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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9～31]、ESDA[32,33]探测旅游产业与环境作用及两者空间差异演变,基于模糊数学法[34～37]、投入产出法[38]、生命周期评价模型[39]

建立旅游环境指标体系用以解释旅游与环境的关系。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旅游与生态环境的研究内容逐渐扩展,从关注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逐渐向测度旅游生态承载

力、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站在旅游整体发展角度审视旅游发展与环境关系。但是少有研究从旅游系统内部资源要素

探析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当地生态能力关系,其中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主要强调社会主体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生态能力是指当

地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40]。鉴于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侧重研究旅游要素自我开发与当地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耦合关系。尝试完善旅游资源开发强度评价体系和生态能力测算指标,用 DEA 模型测算生态能力,采用耦合模型分析旅游资源开

发与生态能力之间协调性,用 GIS地理软件分析旅游资源开发力度及生态能力空间分布差异性。站在时空序列角度进行多尺度对

比研究,探究促进旅游资源合理开发,减少生态环境破坏,推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1 研究区域、指标数据和方法 

1.1 研究区域 

长江经济带涵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 11 省市,是人口集聚和经济增

长主要地区,2018 年实现生产总值 402985.24 亿元。长江经济带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拥有世界遗产 21处,占比为 44%,国家自然

保护区 114 处,占全国 44%,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25 处,占全国 44%,A 级旅游景区为 3652 家,占全国旅游 A 级景区 40.23%,接待游

客总人数 49.29亿人次,旅游总收入为 50625.97,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 44.21%,长江经济带 11省市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也是游客

来源地。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长江经济带环境问题也不容小觑,据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清废行动 2018”共向地方交办 1308

个问题,其中督办问题111 个,涉及多个治污方面,改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迫在眉睫。 

1.2 指标数据 

由于研究区域面积大,旅游情况复杂,为在同等情况下考察各省市的旅游资源开发情况。以旅游资源开发条件[41]和旅游资源

开发系统[42]为基础,从可进入性、旅游要素开发现状、旅游发展规模三方面建立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指标体系。参考已有文献用交

通密度衡量地区可进入性[43];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作为衡量旅游要素开发现状指标[44];选取旅游收入、旅游人次衡量旅

游发展规模[45],将各指标的变异系数进行加权计算,衡量旅游资源开发强度。生态能力、生态效率属定性概念,本文生态能力是指

当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参考蔡书凯研究[40],其从空气质量、水资源、“三废”、区域噪音环境、地质状况评估城市生态

能力,指出生态能力是代表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而根据周俊俊
[46]
,生态效率是衡量经济活动增加值与自然利用率的重要标

准,体现地区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究其两者本源,生态能力与生态效率都是叙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因此选用生态效率表征

生态能力。生态能力指标体系是借鉴投入-产出模型[47,48],投入方面,土地、资本、劳动力是基本生产因素。土地要素是经济活动

开展的重要空间载体,而建设用地、耕地面积与生态环境的地表状态紧密相关,过度建设建筑和开垦耕地将破坏地表植被和涵养

水源能力,进而降低当地生态能力,所以选用建设用地、耕地面积作为土地要素投入指标[47]。资本是经济活动顺利开展的保证,因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涉及产业广,在各方面影响着生态环境建设[47],所以将它作为资本投入指标。人口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

要因素,过度的人口聚集对土地、水资源、空气等环境要素发出挑战。如果人口总量超出环境人口容量,那么将给当地生态环境

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将年末总人口作为劳动力指标衡量生态能力[47]。在产出方面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人们期望投入

要素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通常用GDP衡量经济效益代表期望产出,而在此过程中造成的空气污染称为非期望产出,以PM2.5表征空

气污染[49]。具体指标体系见表 1。 

通过查阅旅游数据,发现2008年中国进入旅游快速发展期,开始完善有关旅游数据,鉴于数据收集齐全性和权威性,所以本文

以 2009～2018年为研究样本区间。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旅游统计年鉴》、《农

业普查公报》等,个别省份旅行社和 A级景区存在数据缺失情况,根据收集的资料采用均值法对其进行完善,最终获得长江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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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省市的全部数据。 

表 1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能力关系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系统  指标层 

旅游开发强度  

D 级景区（个） 

星级饭店（个） 

旅行社（个） 

旅游总收入（个） 

旅游总人次（万人次） 

旅游交通密度（km/km2） 

生态能力 投入指标 

建设用地（万 hm2） 

耕地面积（万 hm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社会就业人员（万人） 

 产出指标 
GDP（亿元） 

PM2.5 年均浓度（单位） 

 

1.3 研究方法 

1.3.1 超效率 DEA 

查阅文献发现现有测算生态效率的方法分为:将产业比上环境状况的单一比值法、指标体系法、模型法。根据经济学意义,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构建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 DEA测算生态效率[50]。传统 DEA模型在评价多个有效决策单元时,无法做出比

较分析决策单元优劣,而超效率DEA不仅可以计算决策单元效率值,还可以用线性组合表示有效决策单元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51],

借鉴已有文献[25]超效率 DEA模型的线性规划形式可以表示为: 

 

式中:ε 为无穷小量,若 θ<1,s-
i≠0和 s+

r≠0 至少一个存在,决策单元无效;若 θ≥1,s-
i≠0和 s+

r≠0 至少一个存在,则决策

单元为弱有效,其超效率值等于 1;若θ≥1,s
-
i=0 且 s

+
r=0,则决策单元有效,其超效率值大于 1。笔者利用超效率 DEA 对长江经济

带 11省市进行生态效率评估。 

1.3.2 耦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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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通常指两个以上含两个的系统相互作用和影响,它可以度量系统内部协同作用,探测系统间的联系强度[52,53]。本文以旅游

资源开发系统和生态能力系统的耦合元素定义旅游资源开发耦合度和生态能力耦合度,研究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能

力关系,计算公式
[54]
如下: 

 

式中:C为耦合度,其值在 0～1之间波动;S1为旅游资源开发系统权重;S2为生态能力系统(生态效率值)权重。当 C=1时,表示

系统间达到高度协调,发展态势向好;反之,耦合值越小,系统间处于失调状态,呈恶性发展态势;当耦合值为0时,系统间不产生相

互作用,互不影响。耦合度是反映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能力关联程度,对判断两者有无时序关联性尤为重要,但其不能衡量系统间

协调发展程度。因此,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说明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能力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是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能力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ɑ、β分别代表旅游资源开发和生态能力重要程度,

都取定值 0.5[42],在此基础上对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等级划分[55～57],将旅游资源开发和生态能力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分为 4 个等级,

标准及类型如表 2。 

表 2耦合度及协调度度量标准及类型划分 

C值区间 耦合度类型 D值区间 耦合协调类型 

0≤C≤0.3 低水平耦合 0<D≤0.3 低度耦合协调 

0.3<C≤0.5 拮抗阶段 0.3<D≤0.5 中度耦合协调 

0.5<C≤0.8 磨合阶段 0.5<D≤0.8 高度耦合协调 

0.8<C≤1 高水平耦合 0.8<D≤1 极度耦合协调 

 

2 实证分析 

2.1 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利用变异系数计算旅游开发系统指标权重,将权重加和形成旅游开发强度[55,58],结合表3、图 1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讨论长

江经济带旅游开发程度。 

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的旅游开发强度的时间轨迹大体上呈现上升-下降-上升趋势。自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旅游业进入

了快速发展期,各省市为了抓住旅游发展机遇大力开发本土旅游资源,增设饭店与旅行社等设施,使得 2009～2013 年各省市旅游

资源开发利用率逐步上升。伴随各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各地区旅游资源逐渐出现了资源错配、定位不明晰等问题,旅游者旅游

的目的性不断加强以及对旅游体验要求的提高,旅游产业逐渐淘汰同质化严重的旅游资源,使得2013～2015年的旅游资源开发强

度下降。下一阶段,通过整顿旅游资源开发问题,完善开发规制,让旅游资源开发有规可循,伴随旅游市场的分化,游客有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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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性,这使得各省市更具目的性的开发旅游资源,因此 2015～2018 年旅游资源开发缓慢上升。旅游资源开发强度呈上升态势,

从 2009 年的 5.207上升至2018年的 6.943。 

表 3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强度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云南 贵州 总体 

2009 0.472 0.397 0.455 0.560 0.286 0.601 0.364 0.544 0.594 0.570 0.364 5.207 

2010 0.559 0.424 0.502 0.583 0.312 0.661 0.385 0.596 0.638 0.574 0.399 5.633 

2011 0.619 0.458 0.556 0.649 0.392 0.736 0.426 0.653 0.669 0.604 0.439 6.201 

2012 0.648 0.479 0.502 0.685 0.413 0.790 0.44 0.674 0.708 0.632 0.463 6.434 

2013 0.359 0.508 0.601 0.799 0.442 0.395 0.463 0.693 0.355 0.634 0.519 5.768 

2014 0.357 0.519 0.438 0.435 0.479 0.319 0.499 0.157 0.338 0.322 0.523 4.386 

2015 0.377 0.531 0.459 0.231 0.524 0.318 0.534 0.461 0.355 0.285 0.547 4.622 

2016 0.429 0.547 0.464 0.267 0.570 0.337 0.505 0.256 0.391 0.328 0.431 4.525 

2017 0.516 0.569 0.471 0.344 0.629 0.377 0.543 0.359 0.438 0.437 0.529 5.212 

2018 0.664 0.568 0.482 0.447 0.953 0.466 0.841 0.607 0.516 0.613 0.786 6.943 

 

 

图 1旅游开发强度密度图 

从空间层面阐述长江经济带旅游开发强度,从图 2可以看出在样本期间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四川、贵州的旅游开发强

度年度增长较稳定,这些省市作为老牌旅游知名地区,旅游业成熟度相较其他地区较为成熟,旅游资源开发定位明确,且拥有庞大

的旅游市场,使这些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强度呈稳定增长态势。安徽、重庆、湖北属于后起之秀,重庆在 2013 年进入旅游资源开发

强度密集期,湖北、安徽在 2014 年进入旅游资源开发强盛期,这些区域在振兴中部政策的大背景下,在受外部旅游市场驱使和内

部旅游资源供给不足的推动下,促使安徽、重庆、湖北加大旅游资源开发强度,进而使得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显著提高。云南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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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丰富且历来是旅游胜地,随着游客到访数量增多,超过内部原有的旅游资源饱和度,促使云南在2014年后大力开发旅游资源,

以满足游客旅游需求。江西旅游资源开发强度密集线向下凹,说明江西的旅游资源开发强度在长江经济带所有省市中为最低点,

从侧面反映江西旅游业相对落后其他省市发展。 

在探究旅游开发空间演变过程中,依据原始数据层次性,选取 2009、2013、2018 年作图,从图 2 推测旅游开发强度主要是从

云南、贵州等西部地区向安徽、江西等中部省市演变,这种演变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关。2001 年提出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将

西部 12个省市(含云南、贵州)纳入国家优先发展地区,2001～2010 年为西部开发奠定基础阶段,发展重点在于加强基础建设来匹

配经济运行环境,而旅游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使得西部加大旅游开发力度以建设良好的旅游发展设施,吸引外部旅游

投资商前来投资,所以云南、贵州等地在2009年旅游开发力度大。2007 年国务院发布有关振兴中部的文件,中部省市积极响应并

根据文件指示做好地区发展规划,其中安徽省加大旅游开发力度来刺激经济增长,这一时期,安徽旅游产值达3789.9万元,相较前

一年增长了 12.7%,2013 年的增幅是样本期间增幅最大的年份。随着党的十九大召开,将攻坚扶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

任务,江西、湖南、贵州作为全国攻坚扶贫重点示范区,为了拉小区域发展差异,提高经济水平,这些省市大力倡导扶贫旅游,加大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至此旅游脱贫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图 2各省市旅游开发强度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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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态能力现状 

本文生态能力是指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能力,利用 EMS1.3软件在基于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投入产出指标的

基础上,对其进行生态能力测算,得到各省市的生态效率值,其为正向性指标,即值越大证明生态能力越强。结果见表 4所列。 

根据表4的评估结果,从时序分析生态能力变动,长江经济带的生态能力是呈上升趋势,长江经济带总体生态能力测度从2009

的 0.702发展到 2018 年的 1.179。大部分省市在 2014～2015年开始进入生态值大于 1的发展阶段。生态能力的提高与国家环境

政策息息相关,2012 年中共十八大提出生态建设伟大蓝图,2015 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立法,2016 年国家针对长江经济带提出“共

抓长江大保护”口号,并上升为地区战略。生态环境政策的提出迫使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治理,关停污染企业,

发展新兴产业,大力扶持旅游产业,在旅游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2009～2018 期间,安徽生态能力上升最快,江西、重庆次之,江苏、

浙江、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居中,上海上升程度最小,省市生态能力变动程度不仅取决当地环境政策强度还与各省市

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安徽的历史定位是工业省市,工业基础较好,与之相伴的是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因此安徽生态能力进步空间大,

而上海主打世界金融中心、国际都市品牌,支柱性产业为旅游业、高科技产业,其生态能力基础较其他省市好,因此在样本间从时

序角度上上海的生态能力上升空间有限。 

表 4各省市生态能力测度状况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云南 贵州 总体 

2009 0.769 0.708 0.770 0.497 0.699 0.722 0.730 0.597 0.736 0.676 0.651 0.692 

2010 0.841 0.802 0.869 0.640 0.813 0.719 0.819 0.683 0.732 0.742 0.765 0.745 

2011 0.953 0.891 0.934 0.743 0.945 0.824 0.932 0.848 0.845 0.874 0.904 0.881 

2012 0.966 0.915 0.924 0.775 0.960 0.836 0.975 0.894 0.901 0.907 0.946 0.909 

2013 0.969 0.944 0.951 0.814 0.977 0.992 0.979 0.929 1.022 0.940 0.936 0.950 

2014 1.008 0.972 0.952 1.219 0.975 1.013 1.004 1.017 0.857 0.965 1.147 1.009 

2015 1.030 1.019 0.982 1.214 0.988 1.038 0.953 1.060 0.985 0.993 0.962 1.020 

2016 1.123 1.078 1.054 1.261 1.048 1.123 1.076 1.172 1.157 1.193 1.216 1.136 

2017 1.157 1.160 1.124 1.317 1.078 1.167 1.119 1.288 1.298 1.226 1.036 1.179 

2018 1.087 1.207 1.186 1.341 1.212 1.220 1.114 1.157 1.183 1.161 1.057 1.169 

 

以时间为基点,横向分析区域生态能力空间差异性,为了更清楚探析生态能力空间演化,选取时间跨度最大的研究年份,即选

择 2009 年与 2018年分析这两年的生态能力空间分布。如图 3,2009 年重庆、安徽为生态能力低值,上海市为生态能力高值,2018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能力整体达到 1 以上,但区内差异明显,贵州省为生态能力低值区,安徽省成为生态能力高值区,表明研究期间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使生态能力整体不断提升。其中安徽省不论从时序变化还是空间横比,其

生态能力都是最突出的,这表明研究期间安徽省经历了产业结构大幅度优化调整,当地社会主体逐渐加大对环境治理投入,根据

安徽省2009～2018年国民统计公报,发现安徽省不断加大对科技研发投资,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缓解当地环境压力,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了生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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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各省市生态能力空间分布图 

2.3 各省市耦合度及协调度分析 

根据前文测算的旅游资源开发强度和生态能力,利用耦合模型计算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有关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

的耦合度计算如表 5,二者耦合协调度如图4。 

通过计算耦合度,探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据表2,当耦合度大于0.8时,表明

两者之间属于高水平耦合,就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耦合度均值水平看,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属于高水平耦合,这说明两者

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即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当地生态能力系统间确实存在影响。从空间区域分析耦合度,上海、安徽、湖北、重

庆、四川、云南等地的耦合度在样本期间呈“U”形,“U”形低值区大体集中在 2014～2016 年,在此期间的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

生态能力的耦合程度相较其他年份较低,潜在原因可能是国家生态环境的调整和旅游资源开发制度的完善,使得省市主动调节旅

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江苏、浙江、湖南等地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其耦合度大致呈高水平发展态势,旅游资

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两者间关系稳定且耦合协调程度高。江西、贵州等地无连续低值,仅在个别年份耦合度低于 0.9。 

总体来说,长江经济带区域的旅游资源开发现状与生态环境处于和谐共生状态,具有较强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耦合发

展时序性分析,长江经济带耦合度下降-上升两个阶段,2009～2016 年为下降阶段,这一时间段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快速,建设用

地增多,耕地面积减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其生态能力下降。另一方面,中国旅游市场快速发展,但是旅游资源开

发质量没有跟上旅游需求,造成了旅游资源浪费,削弱了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导致这一阶段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能力下

降。2017～2018 年耦合度逐渐上升,耦合度上升离不开国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重视,2015 年政府颁布旅游法逐渐规范旅游

业发展,旅游资源开发也逐步走上正轨。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凡是涉及长江的经济活动都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第一要务,所以这一时期旅游资源开发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其两

者耦合度上升。 

表 5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耦合度 

地区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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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0.969 0.978 0.976 0.979 0.886 0.880 0.883 0.892 0.922 0.978 0.935 

江苏 0.957 0.946 0.945 0.948 0.952 0.951 0.947 0.943 0.938 0.931 0.946 

浙江 0.966 0.962 0.965 0.941 0.973 0.927 0.929 0.919 0.910 0.905 0.925 

安徽 0.999 0.998 0.997 0.997 0.999 0.879 0.730 0.757 0.808 0.860 0.902 

江西 0.904 0.892 0.909 0.915 0.924 0.938 0.950 0.953 0.963 0.992 0.934 

湖北 0.995 0.998 0.998 0.999 0.900 0.851 0.845 0.840 0.857 0.892 0.917 

湖南 0.940 0.930 0.926 0.924 0.932 0.940 0.957 0.930 0.936 0.989 0.940 

重庆 0.998 0.997 0.990 0.989 0.988 0.678 0.724 0.764 0.823 0.948 0.909 

四川 0.993 0.997 0.992 0.992 0.872 0.898 0.880 0.867 0.866 0.918 0.927 

云南 0.995 0.990 0.982 0.983 0.980 0.863 0.830 0.820 0.878 0.949 0.927 

贵州 0.957 0.947 0.936 0.937 0.956 0.926 0.959 0.877 0.944 0.988 0.943 

长江 0.970 0.967 0.965 0.950 0.942 0.884 0.893 0.869 0.895 0.941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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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耦合协调度 

基于各省市耦合协调度均值,由表 2 判断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间属于极度协调,旅游资源开发

在生态环境压力值之内且与当地生态环境处于良性互动。依据数据发展梯度,运用 GIS 软件制作 2009、2014、2018 等年份的长

江经济带各省市耦合协调度,从空间分析各省市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变过程,2009 年四川省、湖南湖北、上海江苏属于极度耦

合,2014 年长江中游板块、成渝板块属于极度耦合,2018 年主要浙江、安徽、湖北、江西等地属于极度耦合。由图 4可看到旅游

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耦合协调度由西部云贵板块向东部长三角板块递增,经济发达地区耦合协调度优于经济发展地区。长三角板

块支柱性产业主要为高新产业及旅游业,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及其环境效应,且经济发达地区强调素质教育,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在规划旅游开发地区时,基于环境角度考虑旅游资源开发可行性。长江中游板块经济发展优于云贵板块、次于长三角板块,且

经济支柱产业为工业、制造业,在发展经济时必然有损环境利益,所以在原有生态可持续能力受损基础上开发旅游资源,不利于环

境可持续发展,导致旅游开发强度和生态能力耦合协调度低于长三角板块。云贵板块、成渝板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

脆弱,不利进行高强度的旅游开发活动,旅游开发对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伤害较其他板块大。由于原有生态环境性质和支柱经济

产业不同,使得东部耦合协调度优于西部耦合协调度。 

根据图 5 分析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发现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耦合协调度主体为上升型,总体上长江经

济带耦合协调度的时序变化分为上升-下降-上升3个阶段,2009～2012年属于上升阶段,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能力协调度好,相互

促进发展,这一时期旅游业属于起步发展阶段,生态环境没有遭到太多破坏,所以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能力处于高度协调

中,2013～2014 年属于下降阶段,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能力协调度下降,旅游资源开发对生态能力产生负面影响,旅游市场为了应

对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力开发旅游资源影响到生态环境,造成生态能力下降,导致旅游资源与生态能力两者间耦合协调度下降。

2015～2018 年处于上升阶段,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能力协调度上升,说明长江经济带的旅游资源正有序开发且在一定程度上达到

了旅游促进生态保护的良好效果。结合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处于

强稳定强联系,且两者系统和谐发展,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正逐步向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稳步前进,并注重协调处理旅游资源开

发与生态环境两者的矛盾。 

 

图 5长江经济带耦合及协调度 

3 结论及讨论 

在旅游经济发展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大背景下,从旅游系统内部资源要素出发,探究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之

间的协调性。选取 2009～2018年为样本期间,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区域,用熵值赋权测算旅游资源开发强度,运用超效

率 DEA 模型评估各省市的生态能力,利用耦合模型验证两者关系及二者匹配程度。主要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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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时序上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旅游资源开发强度轨迹大体呈现上升-下降-上升趋势,但是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整

体呈稳定增长态势。2009～2013 年中国旅游业快速增长,驱动各省市开发旅游资源,增设饭店和旅行社以满足旅游市场需

求,2013～2014 由于在旅游发展出现资源错配、环境污染等问题,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放缓,2014～2018年旅游业经过整理规划后,

旅游资源开发强度出现回升态势。 

(2)在样本期间,长江经济带生态能力逐渐得到加强,其值从 2009 的 0.692 发展到 2018 年的 1.169。长江生态能力处于可控

范围内离不开国家宏观层面对长江流域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从环保意识出发规划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使生态环境和旅游发展

处于双赢局面。 

(3)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属于极度耦合,两者存在强稳定强联系,且两者耦合协调度主体呈上升趋势属极度协调。各

省市根据旅游市场调节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旅游经济逐渐成熟和当地对生态环境的重视是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能力

耦合协同发展的重要原因。 

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耦合度及协调度总体水平较高,从时序发展两者耦合度处于稳步上升,耦合协调度

呈高水平稳定态势,本文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建议:长三角板块、长江中游板块耦合协调度优越,当地应针对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能

力发展情况,采取维稳态度,在生态能力方面颁发环境保护条令,处理好城市建设用地与绿化用地间的关系,在旅游资源开发强度

方面应深入挖掘原有的旅游资源价值,开展深度体验游,杜绝无序开发、盲目建设。而成渝板块、云贵板块耦合协调度良好,这些

区域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时,应考虑当地地质环境复杂性,降低旅游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负面效应。综其所述,旅游资源开发与生

态环境的良性互动,离不开国家环境政策引导和完善的旅游资源开发制度。本文在研究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

耦合协调关系时,还存在如下不足:(1)由于数据残缺性,只选取了主要指标计算旅游开发强度,未将次级指标纳入评估指标体系

中,如旅游从业人数。(2)在进行耦合机理实证分析时,有待进一步深入揭示二者系统要素之间的耦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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